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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论国防经济学思想演进

孔昭君  ， 张　萌
（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 国防经济学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国防经济理论和国防专家，其核心思想也在随着时

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通过对国防经济学领域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归纳和梳理，将国防经济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分为

战争经济学、初期国防经济学和当代国防经济学三个阶段。研究发现：在战争时期，战争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表现

为利用经济为战争胜利服务；在“冷战”时期，国防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如何优化配置国防资源；在和平与发展

时期，其核心思想已经转变为实现国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相互促进。这说明，国防经济学从诞生时的战争导向

思想开始，不断朝向以资源配置效益为主题的经济学轨道演进。正是由于国防与经济作为矛盾双方从对立走向统

一的过程，才促进了国防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根植于中国具体国情，辩证看待西方国防经济

学的思想成果，将其用于中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历程中去，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经济发展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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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

承历史上经济学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成果，通过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入研究，创立了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我们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 [1] 中国的国防经济

学也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做法，批判继承西方国防经济学的思想成果。

当代国防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研究国防经济资源配置规律和特点的学科。然而，这门学科所反映出

来的思想和理念不是这样一句话就能涵盖的。探究其思想演进的历程，可以进一步激发我们对这门年轻

学科的研究和探索，帮助我们解决国家复兴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亦有助于我们思考战争与和平的关系

这个人类永恒的主题。基于此，本文对国防经济学思想的演进历程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战争经济学

库桂生 [2] 在《国防经济学说史》一书中指出，英国经济学家 Hirst于 1914年出版的《战争政治经济

学》标志着国防经济学的诞生。国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刚刚走过百年的发展历程，但是它的思

想渊源却十分久远。早在春秋时期，以齐国为代表的春秋列国均实行“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 [3]，即兵卒

平时在田务农并进行军事训练，战时征募为兵；在东汉时期，曹操采取了枣祗和韩浩的提议，实行“军

事屯田”制度 [4]，既安定了百姓，又解决了军粮供应不足的问题。在国外也有许多经济学家对战争与经济

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 [5] 认为，国防费用的支出是国家的首要政策，应该维持

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否则会危害国家经济。大卫·李嘉图 [6] 指出，战争的爆发会对国家的经济增长造成严

重的影响。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 [7] 指出，在战争和经济的关系中，经济是基础，战争是由经

济决定的，是实现经济要求的手段。

19世纪末 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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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发展得均不平衡，各国争夺经济

资源和世界霸权的斗争亦愈发激烈。新老帝国主义不断膨胀的野心使其矛盾无法调和，相继爆发了两次

世界大战。在这期间，各大国的军事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为赢得战争胜利，他们在财政、物资、兵

员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因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防经济学还处于战争经济学的初级形态，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集中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上，目的是研究经济如何为打赢战争服务。

英国经济学家 Hirst[8] 认为，战争无疑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危害。从经济角度看，任何用于军事武器的

财政支出都是一种浪费。然而，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和利益，这种军事支出又是绝对必要的。他深刻地认

识到战争与经济既相互联系又存在冲突的辩证关系，却还没有深入到战时经济运行的细节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启发经济学家深入思考战时经济与常态经济之间的差异。以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英国的实际经验为素材，阿瑟·塞西尔·庇古 [9] 描绘了一个完整的战时经济蓝图。他着眼于战争爆

发的全过程，从战争资源的筹集、战时的经济统制和战后的经济复员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他

的战争经济理论中，透露出一种资源转移的思想。无论是通过增加劳动总量、减少个人消费、增税和征

用等途径来筹集战争资源，还是通过物价统制、定量分配和生产资料统制等措施来实行战时经济统制，

都是为了尽可能地转移更多的资源为战争服务。当战争结束后，经济复员的各项措施也都是为了将已经

用于战争的资源转回到国民经济领域，以尽快消除战争对经济运行所造成的影响。

如果说阿瑟·塞西尔·庇古的思想集中于常态经济与战时经济的转换，那么德国军事家埃里克·鲁登道

夫 [10]20-32 则致力于创立一种平时和战时通用的战争经济学形态。这种思想的产生与德国的战败分不开。第

一次世界大战过后，德国的统治势力并没有“容忍”凡尔赛和约，时刻没有放松军事生产和准备再次发动

战争。在德国社会中，也普遍弥漫着一种复仇情绪。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总体战”的思想应运而生。

埃里克·鲁登道夫 [10]3-7 认为，总体战的目的并非止于争夺领土、殖民地、话语权、经济资源的层次

上，而是上升到了维持民族生存的高度。这就要求国家充分发挥全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对敌方的武

装力量和全体人民进行攻击。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应该由政府主导，建立一个经济国防化的国家，在

经济上消除平时和战时的区别。

通过对总体战思想进行剖析不难发现，埃里克·鲁登道夫将战争视为维持民族生存的重要手段，配置

经济资源的目的都是服务于战争的。在他的思想中，没有平时经济和战时经济之分，也不存在平战转换

的概念，只有时刻面向战争的国防经济这一种经济形态。客观来说，埃里克·鲁登道夫的国防经济思想可

以大大增强一个国家的国防实力，但是从长远来看，势必妨碍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埃里克·鲁登道夫的国防经济思想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国防经济学家董问樵 [11] 的理论就源

于德国的国防经济学说，继承了军事经济一体化的思想。在抗日战争爆发的背景下，他认为“现代战争”

是全体性的战争和全民族的战争，所以在全民战争时期应该建立平时和战时保卫民族之生存与发展的经

济国防的制度。与埃里克·鲁登道夫思想所不同的是，他十分重视经济动员和经济复员的作用，而且经济

复员计划要与经济动员计划一同制定。另一位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 [12] 提出的“全体性战争”与总体战思想

不谋而合，但他反对埃里克·鲁登道夫提出的“军事目标控制政策”理论，而是主张将国防建设寓于平时国

家建设中，实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

埃里克·鲁登道夫的战争经济观具有总体主义的性质，能够实施总体主义领导的只能是一个国家的政

府。在经济方面，总体主义模式即表现为由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实现国民经济和军事一体化。这种模式

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十月革命后，面对协约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势

力的联合围剿，列宁提出了一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将工业、手工业全部收归国有，对原料、燃料和粮

食一律实行配给制，号召“把全国变成革命军营” [13]，集中全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拯救整个社会主

义革命。在列宁之后，斯大林提出了“扬军抑民”的国防经济发展战略，号召全国人民“在各方面厉行节

约，节约饮食、节约教育经费、节约布匹，以便积累建立工业所必需的资金”  [14]，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军

事工业，尽快增强国防实力。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斯大林的政策对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和保证强大的

军事实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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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联倾向于军事效益的思想不同，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则充分体现

了经济学原理的运用。他对战争经济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战费筹措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筹措战费活

动必须考虑两个方面：一是能够有效地满足战争的需要；二是筹措战费的各种方案对社会政治经济造成

的影响。传统做法是通过税收、举债和增发货币的方式筹措战费，这难以有效支撑战争的总体消耗，还

会引发分配不公的社会后果。针对这种情况，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5] 以供求平衡为核心目标，提出了一

种以延缓个人支付为主，配以税收、举债和生活必需品统制等措施的战费筹措方案。他对各项措施产生

的影响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包括生产、消费、投资、物价、失业等方面，深刻体现出了他的宏观经

济学思想。可以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已经突破传统战争经济学思想的束缚，开始朝向新的主

题转变。

在两次世界大战阴云的笼罩下，无论是对战时经济分析和对平战转换的设计，还是对国防战略和战

费筹措的研究，都紧紧围绕为赢得战争胜利服务这个主题。从前文关于战争与经济关系的论述中，可以

看到，战争与经济不是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状态，与它相对立的应该是和平时

期的社会状态。无论是和平社会还是战争社会，都在时时刻刻地进行着生产交换，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资

源配置的活动。因此，这两种社会状态下都无法回避经济问题。当人们研究面向和平的经济问题时，就

是一般经济学；当人们研究面向战争的经济问题时，就属于战争经济学领域了。自然，在战争社会的背

景下，经济学的主题不可避免地聚焦在经济为战争服务这个有限的层次上了。

二、初期国防经济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冲突与对峙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主旋律。在这样的背

景下，经济学家对国防与经济开始了新的思考和探索。查尔斯·J·希奇和罗兰·N·麦基因 [16]3-5 将“经济效益

论”引入国家安全问题的分析中，并开始关注如何优化配置有限的国防资源以实现最佳国防效益的问

题。Schelling[17] 将博弈论应用于对国家间冲突和合作策略的分析。Richardson[18]5 则对“冷战”时期的军备竞

赛问题进行了建模与研究。以上述几位经济学家的代表性著作为标志，国防经济学（Defense Economics）

正式创立。虽然各国一直处于战争阴霾的笼罩之下，但是与战争经济学时代仅仅着眼于如何打赢战争相

比，这一时期国防经济学的主题是冲突和对峙背景下的国防资源配置问题。

“冷战”时期国防经济学具有的鲜明特点就是对军备竞赛的经济学分析。军备竞赛是国家间进行武器

装备采购互动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国家增加武器装备的采购以回应其潜在对手武器装备的

增加。如果不能达到一个稳定的均衡，那么资源将会源源不断地流向军事装备领域。因此，每个国家都

应该将武器规模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均衡的范围内。以此为目标，经济学家开始建立经济学模型来探

究军备竞赛的过程与结果。

Richardson模型是描述军备竞赛最著名且最有影响的正式模型之一 [18]29-32。在这个模型中，影响两个国

家武器存量变化的因素可以概括为防务条件、疲劳条件和委屈条件三种，其中疲劳条件表示的就是军备

竞赛对经济和行政造成的负担。这说明当时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军备竞赛对经济运行的消极影响。在

此之后，出现了关于军备竞赛的存量调整模型 [19-20]、最佳资源配置模型 [21]、差异博弈模型 [22] 和不完全信息

博弈模型 [23] 等。这些模型运用了大量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如理性行为假设、效用函数、信息不对称和

博弈论等。通过这些模型，可以得出“冷战”时期国家间资源权利进行再分配的方式，到底是通过战争还

是谈判更为划算。

关于军备竞赛和核武器是否会导致战争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伴随着军

备竞赛产生的冲突与争端，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大 [24]；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军备竞赛反而会抑制

战争的发生 [25]。新生核武器国家的出现提高了发生冲突的门槛，这使得各个国家更加慎重地考虑是否发

动战争 [26-28]。随着有核非好战国家的增加，发生战争的机会将会大大减少 [29-31]。这表明，国家是理性行为

者，威胁和威慑在资源配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存在于这些国家的核武器主要是阻止其他国家使用

核武器。从历史经验上看，虽然美国和苏联一直处于全球性对抗并经常发生冲突的状态，但核武器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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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直限制着“冷战”期间双方在军事上的行动。因此，核武器使得军备竞赛从发动战争的目的向相互威

胁的目的转变，这样的军备竞赛实际减少了发生战争的机会。

核武器的装备和使用不仅深刻影响着国际格局和态势，还对国防经济学的理念产生了冲击。查尔

斯·J·希奇和罗兰·N·麦基因 [16]326 指出，火药兵器代替冷兵器并没有改变战场空间，而核武器使战场空间的

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他们认为，核武器的使用可以使一个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消灭，所以传

统的国防潜力和经济动员并没有多大作用。从当时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来看，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他们的观点则显得片面且绝对。一方面，当时随着美、苏、中、英、法等

国家核武器数量的增加，其被使用的可能性反而降低了；另一方面，即使使用了核武器，战争也不会仅

仅凭借这一种打击方式就结束，最后还是要转化到核战争后的常规战争中。因此，核时代背景下对国防

潜力和经济动员的研究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美国国际问题和战略专家詹姆斯·R·施莱辛格 [32] 认为，在发生核战争时，经济动员机制所起的作用不

大，这种看法与查尔斯·J·希奇和罗兰·N·麦基因 [16]326 的观点一致。然而詹姆斯·R·施莱辛格还认识到，未来

的战争不全是核大战，还是会发生常规战争。因此，他对经济动员基础、军备体制和经济动员的层次进

行了深入研究。他将替换成本原则和边际效用原则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并用它们对国家安全问题进

行规范的经济学分析。这些经济学原理的引入不仅增强了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性，还使得国防与经济的联

系更加紧密。

苏联军事科学博士拉可夫斯基 [33] 对经济动员理论和经济潜力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他的这

些理论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他的立论基础是站在经济对国防的保障作用这一个层面上。无论是和平

时期经济潜力的建设、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防护，还是战争时期的全国总动员，都强

调了调动国家资源为军队服务。尤其是当国防利益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牺牲某些经济利益来保

证国防利益。拉可夫斯基的思想与当时苏联“扬军抑民”的国防发展战略分不开。另一位苏联经济学家

阿·伊·波扎罗夫 [34] 则意识到苏联庞大的军费开支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为此，他着重研究了经济潜

力和军事经济效益的问题。他认为，经济潜力和经济实力是最大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通过军事经济

潜力建设，可以在保证战时军事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减少平时的资源投入，这样可以节约军费开支并提高

军事经济效益。

军费开支不仅是苏联面临的问题，也是各国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Mosley[35] 认为，军事开支的增加

会影响美国经济的增长，包括对私人投资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造成民用工业劳动力的稀缺，造成失业

和通货膨胀，影响国际收支平衡等。戴维·K·怀内斯 [36] 的观点则与 Mosley不完全一致。在他的军费经济

理论中，除了分析军费与公共开支的关系这类一般性问题外，难能可贵的是对军费的民用效应开展了研

究。他认为，军费应用的活动不只会产生消极影响，还有积极的作用，表现为军费可以创造需求、带动

民用工业发展、减少失业和实现军事教育的民用性等。实际上，关于这两种观点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了今

天，经济学家的研究也一直没有间断。关于军费开支问题的具体分析将在下面进行论述。

这一时期的国防经济学思想可以用查尔斯·J·希奇和罗兰·N·麦基因 [16]6 的一句话来概括，“从经济学家

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国家安全取决于下列三种情况：（1）国家目前和将来可支配资源的数量；（2）这

些资源用于国家安全目的的比例；（3）分配给国家安全方面的资源的使用效率。”这说明，当国防经济

学由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转到研究资源配置活动时，这门学科才真正被赋予了经济学的内涵。这一时

期的国防经济学可以说以冲突和对峙作为立论基点，以资源配置效益作为研究主题，以经济学原理和方

法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具备经济学学科的典型特征。因此，“冷战”时期的国防经济学构建了国防经济

理论的基本框架，为当代国防经济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当代国防经济学

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冷战”宣告结束，世界进入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期。虽然从

“冷战”结束至今将近 30年间仍爆发过多次局部战争，但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在这样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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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背景下，具有“冷战”思维的国防经济学开始出现了转变。一方面，“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对各个国家

的经济社会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所以国防建设取代军备竞赛成为世界各国在军事领域发展的重

点；另一方面，相比国防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学家的研究主题深化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与相互促进。因此，当代国防经济学是研究与国防有关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稳定性等问

题的学科 [37]。

国防开支问题可以说是国防经济领域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对国防开支问题的研究源于“冷战”时期的

军费投入问题。国防开支需求可以说明一个国家在国防领域和非国防领域之间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程度。

Hatemi-J等 [38] 的研究表明，国家感知到的威胁越大，用于国防的花费会越高。传统的观念认为，较大的

国防开支会影响经济增长，因为国防开支挤占了本来可以分配到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投资。然而，

Benoit[39] 通过对 1950—1965年 44个欠发达国家的典型分析后提出，较大规模的国防开支对这些国家的经

济增长可能具有推动作用。自此之后，关于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争论直到今天也没有能够达

成一致。如 Eryigit等 [40] 对土耳其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防支

出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影响。Brasoveanu[41] 对罗马尼亚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负相关关系，并认为主要原

因在于装备和日常业务的支出占比过大。与此相反，Su等 [42] 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国防开支之间存在双

向正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刺激了国防支出，同时国防支出促进了经济增长。Ando[43] 利用改进的 Feder-

Ram模型评估了美国国防支出的外部性，并认为美国国防支出带来了积极但有限的经济增长。Mintz和Stevenson [44]

对 103个国家的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提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军费开支对经济增长并无明显影响。

笔者注意到，研究结论会因国家的不同而产生差别，因为每个国家的国防支出结构全然不同。如

Saint-Pierre和 Palacios [45] 通过分析发现，南美地区国防开支的 60% 用于人员工资及其社会保障支出，而用

于技术研究的国防开支仅占 0.5%。所以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国防支出对于经济发展是“纯粹的浪费”。而

对于工业化程度较为发达的国家来说，用于国防的支出会产生正向外部性，带动国家工业体系的发展并

促进科技进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国防开支可以促进国家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国防工业基础。

国防工业基础是构成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国防工业基础存在的意义在于衡量一个国

家在国防或战争的生产手段方面自力更生的能力。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国家工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可

以带来发展技术、提供就业、改善国际收支和增加国家财源等国民经济利益。不过，Bitzinger[46] 对印

度、日本和韩国国防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发现，这些国家虽然数十年来在追求军事技术自主创新方面投入

了大量的资源，但收效却微乎其微。Devore[47] 指出，瑞典采取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方式支持渐进式创

新，而以色列则鼓励公司利用风险资本来追求颠覆式创新。相比之下，Moura和 Oudot[48] 采用经济和统计

方法对法国国防工业基础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法国的防务企业除了具有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劳动生

产率高和研发强度之外，还具有明显的军民双重性。Gonzalez和 Lopez[49] 对西班牙的研究表明，国防工业

基础生产率的提高得益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Cancian等 [50] 也认为美国具备高度巩固的国防工业基础。

上述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为了维持本国国防工业基础，需要耗费大量资源。然而，单纯的资源投入并不

能带来强大的国防工业基础，还必须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高新技术注入。

实际上，从 20世纪 9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防开支的削减和武器研发制造成本的上升，许多国家不

愿投入资源发展本国的国防工业基础，而是从其他国家手里购买现成的武器装备，这就促进了军火贸易

的产生。而对于拥有强大国防工业基础的国家来说，在满足自我防御的同时，通过军火贸易可以赚取经

济利益，弥补一部分耗费的经济资源。Grobar等 [51] 对军火贸易的经济作用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包括维护

国内国防工业、节省武器的研究和开发成本、解决国防工业就业、获取硬通货等。实证研究表明，俄罗

斯将军火出口视为赚取外汇、维持就业和避免实施转轨的手段 [52]。法国生产的武器装备超过 50% 出口至

海外 [53]。Lebacher等 [54] 发现，武器装备贸易量随发送国和接收国 GDP的增加而增加，而地理距离，政权

相异性和正式联盟成员的影响却很小。Bove等 [55] 认为，依赖石油的经济体更倾向于将武器出售给石油丰

富的国家，并且武器出售量受其对石油供应的依赖程度的影响。

除了经济考量，Martinez-Zarzoso和 Johannsen[56] 的研究表明，政治动机和安全动机也是影响军火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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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在政治方面，Akerman和 Seim[57] 研究了政体差异与武器贸易之间的关系，发现国家更倾向

于在其政治范围内进行武器贸易。Blum等 [58] 发现，各国在地缘政治条件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差异决定了这

个国家的武器装备是用来出口还是防御。Goenner[59] 认为军品贸易会影响国际关系。Kriz和 Polisensky[60]

认为，中欧之间的武器贸易受到政治关系的限制。在安全方面，Rocha[61] 分析了常规武器，特别是轻型小

口径武器在全球各地的积累和非法贩运对国际社会和欧洲安全的影响。Garcia[62] 认为，《武器贸易条

约》的诞生标志着长期以来武器贸易不受管制的常规状态将被打破，将为加强全球人类安全作出重要贡

献。综上所述，军火贸易会改变国家间资源配置的格局，也会影响国际关系和人类安全。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军事工业转轨和裁军是各国呼吁保障人类安全的重要措施。如果将国

防所占用的一部分军事资源转移到民用部门，就可以提高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当军队和国防部门不再

需要国防设施和军工企业时，就可以转为民用设施和民用企业。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国防工业向民

用工业的转轨一般不会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军工厂商的资产在相当大程度上只适用于国防，国防公司

的“核心能力”在于国防生产而不适合民用生产活动 [63]，而且军事研究的保密性及弱经济性在民用部门很

难有市场 [64]。除此之外，从国防工业基础向民用部门重新配置资源需要调整成本及花费时间 [65]。因此，

虽然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军事资源的转移可以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但普遍不看好这种转移的成功率。

关于裁军问题，Sandler和 Hartley[66] 分析总结发现，裁军主要有销毁武器和裁减军事力量、削减军

费、“全面”裁军三个方面。Koubi[67] 认为，当一个国家可以迅速而准确地核查军事能力的发展并且现有

武器系统易于复制时，裁军才有可能。Tanigaki[68] 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军队人员工资和武器装备价格的上

涨，国家向军事领域投入的劳动力和装备并不总是减少。这就说明对于一些时刻面临威胁的国家来说，

只有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证，才会考虑裁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Klein[69] 认为，裁军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必

然是正面的，因为军费和投资之间存在挤出效应，而裁军的结果是增加了投资倾向，从国防中释放的资

源可以用于社会、健康、教育、环境等其他方面。然而，Okamura[70] 评估了裁军对美国降低国防预算的

影响，研究表明由于裁军需要专门的调整费用，从裁军中节省的国防预算实际很小。Thomas等 [71] 认为，

减少美国国防开支水平将减少实际产出、降低价格水平和减少就业机会。Intriligator[72] 认为，裁军在短期

内可能导致劳动力的失业和资本的流失，所以裁军经济方面的政策应着眼于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实际利益

并尽可能降低其实际成本。上述研究表明，转轨和裁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活动，其产生的影响是深远且

不可准确估测的。

综上所述，当代国防经济学的默认基点是，认定配置于国防领域的资源是一种非生产性占用。以此

为起点，经济学家从国防开支、国防工业、军火贸易等多个领域展开对国防资源配置活动的分析。然

而，认为国防建设会阻碍经济发展的观点是片面且绝对的。当国防领域占用一部分资源的同时，也会从

某些方面回馈经济的发展。这说明，国防与经济是一对对立统一的概念。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关于国防

开支与经济增长的权衡，发展本国国防工业基础还是购买外国武器装备的权衡，以及是否实施转轨和裁

军的权衡，都是国防与经济在具体问题上既对立又统一的表现。因此，当代国防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就是

要找到这些问题的平衡点，最大程度地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四、启示与思考

党和国家的历代领导人都十分注重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问题。毛泽东 [73] 指出，“只有经

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邓小平 [74] 指出，“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

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江泽民 [75] 指出，“我们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经济

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发展的方针。”胡锦涛 [76] 指出，“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

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习近平 [77]

强调，“要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强化统一领导、顶层设计、改革创新和重大项目落实，深化国防科

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由此可见，党和国家

领导人充分认识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重大意义，并且以此为目标指导中国的国防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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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全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中国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

当我们借鉴西方的国防经济学思想来建设中国的国防经济学科时，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国防经济建设实践中，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充

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经济发展之路。

第一，中国必须消除西方国防经济学的影响，深刻透彻地揭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西方国

防经济学在逻辑起点上是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的。虽然埃里克·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努力

把战略与经济结合起来，但瞄准的方向是不正确的。中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分离不是由指导思想在

逻辑起点上决定的，只是在经济基础薄弱、战争威胁严峻条件下的不得已而为之。中国构建一体化的国

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必然选择，也是经济基础不断强大起来的

必由之路。

第二，在国防经济建设模式方面，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中国现阶段要提高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质量效益，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 2020年 2月 10日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78]。埃里克·鲁登道夫的总体主义经济模式固然是为法西斯服务的，但

“总体战”思想所提示的合理内核是不应被抛弃的−毕竟，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三八大盖”也可以用

于击败日本侵略者。吸收西方国防经济学研究的成果，更应注重平战转换与经济动员。经济动员的目的

就是在平时减少资源的占用，却保留了在战时保障军事需求的能力，以便在战时释放这种能力。针对未

来的局部战争，中国的动员模式应该也是局部动员，这样可以将战争带来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

不影响中国整体经济的运行。

第三，为打赢未来的战争，中国应该建立并维护独立且强大的国防工业基础。研究表明，西方国家

在武器研发与生产方面可以进行国际合作，也可以进行武器的贸易，这样会节省很大一部分国防开支。

然而，这种情况对中国并不适用。一方面，西方国家建立了军事联盟，不仅可以轻易进行国际合作与装

备采购，还会相互提供军事保护。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和武器禁运使得中国的国际合作与武器

贸易受阻。另一方面，为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科技创新能力，中国应该也必须建立独立的国防工业体

系，避免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发挥国防工业体系的强大实力，寻求国际合作与贸

易联系，增加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武器装备的出口，提高国防工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第四，要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质量效益，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为了实现军队的现

代化建设，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应该减少非战斗人员的数量并招募高素质人才参军入伍，同时优化薪

金结构，做到引才、用才、留才。虽然吸引高素质人才的开支会加大，但是这种开支是十分必要的，而

且从长远来看会整体降低国防开支。美国对陆军坦克部队的一项研究表明，同高素质人员构成的军队相

比，用一支低素质的部队需要增加 16辆坦克以达到同样的战备力 [79]。除此之外，高素质人员的社会回报

也高得多。军人退役后在军队培养的素质、学到的技能和积累的经验对社会而言也是一笔财富，这样的

人力资源会带来丰厚的社会回报。

第五，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资源配置，国防经济学更应该关注资源配置的效率。西方国防经济学的

研究表明，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明确。然而，过多的国防开支一定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因为

国防开支非生产性占用资源的事实无法改变。如果将国防开支拓展到更具有一般层次的国防资源配置

上，那么就需要研究中国资源配置的结构。第一个层次是国民经济资源多少配置于国防领域；第二个层

次是配置于国防领域的资源如何进行再分配。现阶段中国不会将过多的经济资源配置于国防领域，那么

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利用有限的国防资源实现最大的效益。为此，应该将资源用于关键技术的突

破、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研发、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等方面，攻克“卡脖子”环节，淘汰落后武器装备。

苏联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国防建设上过多投入资源会导致经济的崩溃。然而，苏联经济崩溃的深层

次原因在于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当一个国家配置于国防的资源总量确定后，除了将它们合理再分配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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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部门外，还要发掘它们的民用效应。这样，一份投入可以实现两份产出，国防支出不再是对经济资

源的非生产性占用。虽然西方的研究从各个方面表明了实施转轨的困难性，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其本质

原因在于西方大型军工企业都是私有的，这些企业不会违背利益最大化的准则，所以当转轨的政策触及

他们的固有利益时，必然会进行抵制。相反，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可以发挥社会主

义的制度优势促进军地资源的双向转化，实现国防军事体系与民用生产体系的融合式发展。

战争作为与和平相对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实质上也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

只是这种资源配置的范围上升到了国与国之间。战争应该被理解为国力的较量，其手段可以是政治的、

经济的以及军事的。虽然中国现阶段并未参与到任何军事作战中，却不断受到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

等方面的挑衅。分析美国的动机，实质上也是为了改变中美两国资源配置的现状与格局，这一点与发动

军事战争的本质并无区别。作为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中美双方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合则

两利，斗则俱伤，双方都有责任和义务防止世界再度进入“冷战”的历史时期，阻碍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五、结语

国防经济学思想演进的历程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在以战争经济学为研究主题的年代，国防即表现为赢得战争，这一时期的思想主要是把经济作为取

得战争胜利的一个因素或一个手段，所以需要分析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以及经济如何保障战争的胜利。从

某种角度来看，这时的国防经济学不属于经济学，而属于军事学或战争学的范畴。

从查尔斯·J·希奇和罗兰·N·麦基因 [16]5 将“经济效益论”引入国防经济学开始，这门学科才渗透出了经

济学的思想和理念。从此以后，诸多学者围绕资源配置这个核心主题，开始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手段进

行研究，这时原来的战争经济学才逐步走上国防经济学的轨道。虽然处于“冷战”时期的各国时刻面临着

战争威胁，但是却形成了为遏制战争而加强军备的局面。在美苏进行军备竞赛的时候，各国经济学家都

看到了军备竞赛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使得他们开始思考经济资源如何配置到国防和生产两个领域的

问题。所以，这个时期的主题不再是单纯地赢得战争胜利，而是如何合理配置资源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世界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期，有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教训，人们开始

深入思考国防的目的究竟为何。国防的含义开始突破传统的赢得战争的狭窄界定，而是逐渐演变为保卫

国家的安全。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国家既要拥有保卫国家安全的国防实力，又要发展经济提升人民的

生活水平，这就凸显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对立与统一。因此，当代国防经济学的着眼点即在于国防

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从国防经济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每一时期的国防经济学思想都与时代背景

息息相关，同时用于指导这个时代国家的国防经济实践。因此，对国防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时代背景

和国家的现实情况。第二，国防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门类下的一门学科，其本质是研究国防资源配置活动

和配置效率的问题。除此之外，国防经济学又是一门涉及政治、军事、社会、数学等领域的综合学科，

所有的国防经济学思想都是综合这几门学科的研究后产生的。因此，对国防经济学思想的探讨离不开多

学科的综合分析。第三，无论是不同时代还是不同学派的国防经济学思想，它们都是相互联系且不断发

展的。比如从分析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到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影响；平战转换和经济动员理论的发展；

战费筹措、军费投入、国防开支的说法演变等等。可以说，前人思想为后人思想提供了启发，后人思想

是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对国防经济思想的探究不能忽视历史上出现的各位经济学家凝结的智

慧。第四，虽然国防经济学的研究起源于战争，但是它与战争学或军事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国防经济学

的着眼点并非武装打击，而是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随着国防经济学思想的演进，人们越来越重视社会的

发展与遏止战争。因此，我们希望未来的国防经济学可以引领人类社会走向和平，铸剑为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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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lementary Study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s Thoughts Evolution
KONG Zhaojun，ZHANG Meng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century of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s, various of well-known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s theories and

experts  have  emerged,  and  their  core  ideas  are  constantly  evolv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By  summarizing  and  combing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defense  economics,  the  evolution  of  defense  economics  thought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war

economics, early defense economics, and contemporary defense economics. It’s found that during the war, the core idea of war economics was

manifested  as  using  the  economy to  serve  the  war,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the  core  idea  of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s  was  how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defense resources; during the period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its core idea had changed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mutual  promo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economy.  This  shows  that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s  is  continuously  moving

toward the economic track with the them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from its beginning of the war-oriented thinking at the time of birth.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national  defense  and  economy,  as  the  process  of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from  opposition  to  unity,  has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s.  For  our  country,  it  should  be  rooted  in  our  country's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view the  ide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western  defense  economics  dialectically.  Then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m in  the

cours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create a development road of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s; thoughts evolu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pposition and un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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